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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表达

梁开银*

内容提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独特的国际法理念、价值和原则，它

所倡导的人类命运不可分的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阐释和发展国际法治、指

导国际造法和国际司法提供了价值源泉与基础。一方面，它凸显了人类的整体

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国际法注入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深化和拓展了国

际法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并为国际法引入了可持续发展与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原

则；另一方面，它影响了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结构和形式，发展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法理论、价值、原则和规则的内在逻辑，促进了国

际法理论创新与范式转型，丰富了中国特色国际法的内涵，有助于提升中国在

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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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18AFX02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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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在控制自然力、发展道德意识和获得更高的相互理解力等方面的积极进

步，人类的正义感也会随之变得更为精细。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 21 世纪

信息技术革命赋予人类超越时空能力及其所带来的国际正义理念变化的反映，代表了人

类对国际治理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能局限于国际政治

或外交层面理念的宣示，需要进一步向国际法理论转化，从而发挥其直接指导国际治理

或法治实践的功能。令人欣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和

重要的双边政治宣言之中，正在影响或改变国际法基本理论、价值和原则的发展。系统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治理的政治或外交理念向国际法理论转化的趋势和逻

辑，深刻揭示其所蕴含的国际法价值和原则，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理论指导下的

国际法规则或制度创新，是中国国际法学者不断发展国际法学话语体系和规则体系必须

承担的历史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理论演进

一般意义而言，理念是指“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范型”，存在于人们的

意念之中，是对事物整体和未来发展的把握或构想。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关于人

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哲学观，是国际社会权力观、人类整体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与

全球治理观的综合表达。它强调统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兼顾了国家利益、人类整体

利益和长远利益，丰富了人类利益的内涵和种类，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责任意识，为未

来国际社会秩序的构造提供了理想的范型或模式。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合璧的结果，影响了当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

展，已经成为关于人类命运和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型，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

样建设这个世界”的人类基本命题，逐渐呈现出从国际政治、哲学理念到国际外交思想，

再到国际法理论的变化。

法律和政治之间从来就无法严格区分。无论何种法律理论或政治哲学，都必须承认

法律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纽带。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世界大同的追求蕴

含着强烈的国际法治的要求，其所倡导的未来世界的法治秩序需要国际法的支撑。从这

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国际法的理念。“冯·阿奎那所发展的基督

教国际法学说，到 16 世纪在西班牙国际法学说中得到了完全的展开……，详细地陈述了

普遍国际社会以及从它发生的普遍国际法的理念。”④奥地利国际法学家阿·菲德罗斯系

统论述了“国际法的理念”这一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1）国际法的理念是国际社会

的结构状况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是国际法最真实的存在或存在的最深层原因和根据；

① 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②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5 页。

③ 参见［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9 页。

④ ［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上册），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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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法的理念是国际法的意义、功能和价值目标的综合或总体的反映，凝聚着人类

社会对国际法的全部知识和终极寄托；（3）国际法的理念对国际法学科体系具有一定构

建和调整作用，不仅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是国际法自身及其发展的评

价标准。⑤ 根据阿·菲德罗斯的论述似乎可以得出，国际法理念是国际社会基础及其发

展指向的反映，体现了国际法的价值目标，表达了人类的国际法理想，对国际法的未来发

展不仅具有导向意义，而且表现出评价功能。⑥

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是作为国际政治理念或思想范型，还是作为国际

法的理念，都具体表现为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终极构想或安排，反映国际法的最深层次的

原因或根据，表达国际法的终极寄托或追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般原理，意识是

物质的反映，人类理念或思想总是来源于客观世界，但人类意识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发

展阶段或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经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国际法实践相结

合，最终形成国际法理论，才能指导国际法治或国际法的当代实践。我国国际法学者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法治、国际法理念、国际法价值、国际法原则及其制度化与国

际法的适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⑦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

成果都直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国际造法、国际司法的直接论证，忽视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从国际法理念向国际法理论转化的阶段。这就势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存

在于理念阶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的猜忌；二是直接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依据或基础论证国际法模式、价值、原则和规则的变革或创新，存在

逻辑和思维的跳跃，缺乏足够让人信服的解释力和逻辑力。只有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的转化，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国际法学发展所

提供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创新的历史机遇，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可能被隔绝

于当代国际法实践之外，承受西方国际法学界的抵制或冷遇而最终失去其应有的国际法

理论的光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国际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的诞生标志着

国际社会以及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行为产生约束力的国际法的真实存在。⑧ 该和约所确立

的主权原则以及通过国际会议缔结多边条约以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式为近现代国际法

理论和国际法渊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经历世界性大战后，推动国际组织、国际

体系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之

上的近现代国际法从属于西方的国际法体系，天然存在片面追求主权形式平等和国际利

益“实力化”的倾向，导致了国际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与国际社会民主失序。具体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忽视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缺乏对人类终极意义和实质正义的关怀，

⑤ 参见前注 ④，阿·菲德罗斯书，第 22 页。

⑥ 参见古祖雪：《论国际法的理念》，载《法学评论》200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⑦ 参见徐冬根：《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寓意及贡献》，载《广东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张乃根：《试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及其国际法原则》，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9 年版。

⑧ 参见梁西：《论国际法的发展》，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5 期，第 3-4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表达

289

将国家主权实力、国际个体利益以及现存国际格局的合法性深度嵌入现代国际法体系之

中，实现了对旧国际秩序的维护，造成了国际社会“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与地

缘政治的现实；二是抽空“国家利益”概念，否认国家在其对外关系中所寻求的国家利

益是特定阶层或群体利益的事实，隐蔽地将少数的国际资本或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凌驾于

占世界人口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利益之上，激化了南北国家的矛盾。西方法

哲学及其社会理论并不能让国际法获得法律应有的正义价值，而使其沦为维护国际政治

经济旧秩序的工具。⑨

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视了上述现代国际法的理论缺失与实践

困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融合了中国“天下为公”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蕴含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观、整体利益观、可持续和共同

发展观，为现代国际法注入了中国元素和正义力量，成为催生国际法转型升级的理论基

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的演进，既是国际法回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自我革新和迭代升级的逻辑发展，也是中国国际法学提升国际话

语权和推动参与国际治理的历史机遇，符合理论成长的实践性和体系化要求，具有对当

代国际法实践的指导意义和解释力。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的演进，回应了国际法社会基础的变革与

发展要求。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把人类社会的集体生活分成共同体与社会两

种基本形式，其中以情感和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称为共同体；以利益和法

律规则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则被称为社会。社会是思想、见解和利益根本不同的人

经过谈判和妥协（选择意志）的产物，人们各自安宁却维持着一定紧张关系和隔阂；而

共同体是基于人的本质意志自然产生的，人们对事物有着共同的理解，因而能够和睦相

处。⑩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建立在以理性（价值或目的的合乎理性）为基础的利益

平衡和利益结合之上，而共同体则建立在主观感觉与参加者们（在情绪上或者传统上）

的某些共同属性之上，只有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让他们之间的举止在某种方式上互为

取向，才可能产生共同体。⑪ 国际社会也不例外，由主权国家围绕利益所发生的交往行

为和交往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国际社会是国际法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⑫ 也是一个理性

的、自利的，由习惯和条约所调整的充满矛盾的存在。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对国家之

间关系的认识呈现出向“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发展的趋势，“国际

共同体”的提法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使用越来越频繁。⑬ 随着现代

通信、网络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极大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地球作为人类的家园，

⑨ 参见梁开银：《中国特色国际法学的三重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4 月 27 日，第 4 版。

⑩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 1 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52-141页。

⑪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70-72页。

⑫ 参见梁西：《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载《武汉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第 33 页；梁西主编：《国际法》，曾

令良等修订，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57页。

⑬ 参见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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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缩小到人类原始“自然村庄”的样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已经完成了从“早期的

家庭、氏族和村庄的原始共同体到主权国家诞生后的国际社会，以及随着现代通信网络

技术发展而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共同体”的过程，实现了人类向更高阶段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回归。⑭ 由此，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进入国际共同体时代，

并对国际法理论发展提出了要求。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的演进，为国际法实践和价值衍生提供目

标引领和体系阐释。理念仅仅是关于事物及其发展的一种理想化和精神性的“普遍范

型”，借以表达人类关于某一事物的未来追求。而理论则是人类实践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是一种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理性认识，它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理论的形成，是经验的表征，而经验是一连串发生过的事件的累积。人类的行为不但会

对已经习惯的事物有所反应，也会跳出习惯的范围，对新鲜的事物及状况有所反应，这种

对崭新事物的反应，就包含理论形成的过程。当人们碰到崭新的事物时，总希望用已有

的知识加上想象与思考去解释它。这种过程，便是理论形成的过程。”⑮ 从理论形成的一

般过程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了对目前国际社会分散化、主权利益优先和国家

利益冲突的国际社会改良的愿望，关注了当代国际社会信息化、组织化或一体化的未来

发展趋势，表达了关于人类未来社会构造的哲学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理

论演进需要在阐释国际法社会基础由“国际社会”向“国际共同体”转型的客观现实

的基础之上，实现国际共同体内国家主权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可以预见，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国际法理论的关照下，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开始逐步为整体主义方法论让出空

间，国际法规则根据其内容对于共同体或国际社会的重要程度而表现出适用上的层级性

或等级化，进而逐步走向体系化。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理论更加关心人类

共同的未来，优先保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国际法的普遍性特征获得彰显，即一部分国际

法作为世界各国整体意志的表达，约束着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并为国际法的正当性和终

极意义提供了体系化理论诠释。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一系列国际演讲已经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

涵 ⑯，为其国际法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重要内容，先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2018 年宪法修正

案。在国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 
 

⑭ 参见前注 ⑨，梁开银文。

⑮ 韩乾：《科学研究的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0-181页。

⑯ 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258页；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4-426页；习近平：《弘扬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 年 6 月 28
日），载《人民日报》2024 年 6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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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⑰“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出现在一系列重要的双边政治宣言中，如

201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青岛宣言》等。中国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合作，互利共赢，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

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可以说，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转型，既有现代国际法原则和制度框架作支撑，也有国

际社会与当代中国国际法治实践的基础，可从国际法新价值生成、原则发展与规则创新

等三个层面体系化展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价值生成

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价值，是国际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一任

务既是由国际法价值在国际法学理论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向国际法理论演进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而言，所有法律规范都是目的性规范，

均以法律价值为基础。法律规范一旦离开法律价值，就会失去体系的统一和法律的属性。

国际法价值作为国际法发展的指向，是全人类价值追求的体现，是国际社会制定和评价

国际法的标准。⑱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包容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发展，兼顾不同发展阶段

的国家利益，以追求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最终目标，最终形成的国际法价值及

其体系必须遵从正义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

价值一样。”⑲ 正义先于法律而存在，是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它不仅是实在法的内在价

值和原则，也是自然法的基本要求，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国际法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法

律，当然具有正义价值并需要遵循这一价值导向。而且，国际法律实践已经产生或者正

在产生更多的例证，证明国际法的正义价值对国际造法、国家行为以及对国际法院或法

庭的司法、仲裁等方面具有重要引领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义是国际法道德基础

的主要支柱，应当成为国际法律体系的主要目标，而正义离不开人权的保护。⑳ 人类命运

共同体阶段的国际法，更加需要以国际法的正义价值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发展阶段

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引领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从与传统国际法价值的关系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国际法价值具有一

定的承继性，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博登海默指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

⑰ Se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23 March 2017: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ight to food, A/HRC/RES/34/XX, 24 March 2017;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344 (2017), S/
RES/2344, 17 March 2017.

⑱ 参见高岚君：《国际法的价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32页。

⑲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⑳ See Allen Buchanan, Justice, Legitim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2004, p.73-11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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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

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

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㉑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国际法的价值追求是多元化的。人类从国际社会向命运共同体发展是一个缓慢的历史

过程，共同体因素在国际社会中的滋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共同体与社会二者将会长期重

叠存在。因此，现代国际法的和平、安全、平等、发展和人权等价值依然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国际法所坚持和遵从的。有学者撰文系统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多元

素和多层级的金字塔形态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目的性价值（充分保

障人权和各国人民福祉）；中间部分是共识价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底端是非共

识价值，包括趋同性价值（环境、安全、秩序等）和多元性价值（公平、正义、道德、和谐）

两部分，其中共识价值和非共识价值又合称为工具性价值。该文认为，应将国际法目的

价值作为国际秩序建构和国际法治行动的总纲领，在坚定维护现有国际法共识价值的基

础上，推动或引导趋同性价值上升为新的共识价值，鼓励各国发展各自的多元性价值，运

用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等级或顺位解决实践中的价值冲突。㉒

这种金字塔式的现代国际法价值形态，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所蕴含的国际法价值体系，为化解国际法治实践中产生的价值冲突提供了思路和方

法。但需要思考的是，环境、安全、秩序以及公平、正义、道德、和谐等价值是否可以表述

为各国非共识价值，并根据有无必要形成深度共识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趋同性价值和多元

性价值。因为国际法本质上是国家合意的结果，全球性、区域性条约，乃至双边条约都是

条约当事国合意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价值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而所谓“非

共识”的国际法价值，充其量只是主权国家关于国际法的价值观念或主张，或者仅构成

关于国际法价值的不同理解或解释，并不是国际法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法价值

的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需要区分价值与价值标准或内涵的异同，就安全、秩序、公

平、正义、和谐等价值本身而言，乃是国际法的基本或主要价值，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

但就这些价值的具体标准或内涵的理解或主张，则是与各国传统文化、利益诉求相联系

的，也许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表达的正义观念，是形式正义，

还是实质正义；是基于“实力界定收益”的正义，还是合作共赢的正义；是基于规则的

正义，还是基于国际法的正义。不同类型或不同阶段的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但是

正义价值是人类所公认的。当然，环境和道德等是否合适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

国际法价值体系予以表述，以及是否遗漏了一些正在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

际法价值，则是另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法价值没有完全

摒弃或偏离现代国际法价值，只可能改变某些传统国际法价值的序列，或影响特定国际

法价值的内涵，或在原有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注入一些创新性的价值观念。

㉑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ⅴ页（作者致中文版

前言）。

㉒ 马忠法、谢迪扬：《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法价值构造》，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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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了人权价值的地位

一直以来，战争与和平是传统国际法的主题。人类对于和平秩序的追求贯穿着国际

法的发展。卢梭、康德和凯尔森关于永久和平秩序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法理探讨，体现

了人类对于永久和平秩序的渴望。㉓ 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所描述的人类自然

状况与现实主义政治学者关于国际社会之中主权国家间的状态类似，战争自古以来就一

直存在。㉔ 早期国际法可以说是从战争中产生的，1899 年和 1907 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

决议即为“战中之法”，发展了有关和平解决纠纷的程序。但 20 世纪以前的国际法，并

没有从根本上限制战争，主权国家保留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否定或禁止战争的尝试

是从“一战”后的《国际联盟规约》开始的，继之以 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以及“二战”

后的《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条约和文件，所以“二战”前的国际法被称为“和平国际法”，

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秩序的积极追求。应该承认，“二战”以前的国际法，并没有明

确意识到作为现代国际法目的价值的人权价值的特殊地位。人权价值作为基础性、统领

性目的价值的优先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仅仅只是在人道法中有所体现。

从哲学意义上讲，目的价值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价值，㉕ 是“人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

的一种内在追求”㉖。人权作为国际法的目的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成中具有重要

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以人民为中心”“以天下为己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全面解放和自由理论为指导，与国际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人权

价值是唯一同时具有本位性、主体联结性和价值评价功能的价值元素，国际法的目的价

值非其莫属。”㉗ 2017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一事

件标志着国际人权价值和话语在实践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从人权

发展进程来看，社会连带性权利，即第三代人权（包括发展权、环境权和粮食权）本质上

是对全人类整体发展的关注和追求，国际社会必须秉承人类命运与共、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从共同发展的角度考虑或承认发展中国家对生存权、发展权的优先选择，全面推动或

参与国际合作与集体行动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人权的迭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际法的价值层级、完善了连带性权利框

架、平衡了主权与人权关系、强化了世界秩序及国际法治，从而显著提升了人权价值在国

际法中的优先顺位。

㉓ 卢梭所倡导的和平秩序，表现为统一的欧洲联邦，其基础是利益的一致；康德的和平方案表现为自由国家的联合，其基

础是国家内部的公民自由，政体是共和制的；凯尔森的所谓和平保障，则是一种特定的国际法律秩序，等同于有效的规

范体系，表现为在规范之下使用武力的条件仅仅是作为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参见牟文富、刘强：《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

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03-108页。

㉔ 参见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群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0-71页。

㉕ 参见兰久富：《走出价值哲学的理论困境》，载《哲学动态》2004 年第 7 期，第 15 页。

㉖ 李德顺、孙伟平：《论科学的目的价值》，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第 28 页。

㉗ 前注 ㉒，马忠法、谢迪扬文，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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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法注入了和谐价值

在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

挑战，化解不同种类的利益冲突，协调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诉求，兼容不同文明的存在形

态，追求不同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和谐发展，和谐价值不可或缺。一定意

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在更高层次或阶段上向人类共同体的“回归”。它一

方面不同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是更高阶段的共

同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这些原始共同体的组织、身份和共同利益等基本元素，其中，“和

谐”既是共同体存续的条件，也是共同体追求的基本价值。不仅如此，国际社会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重叠的存在，不同类型、身份或性质的组织体或共同体交织在一起，如

何把握国际社会向国际共同体的转化节奏、选择其转化模式和路径，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和谐思想和智慧的指引，将和谐价值引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和谐价值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传统文化的

底色。孔子宣称，“礼之用，和为贵”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㉙。《中庸》讲：“万

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㉚。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价值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智慧，

始终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统一于整体性的哲学思维，在实践中达到主观与

客观、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成为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签。

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

邦”的国际观构成了国际法和谐价值的主要内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国际法发展

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要以“和而不同”作为国际法和谐价值的基础，

应对当今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做到立场鲜明、斗而不破。“要尊重

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㉛，包容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法律体系，彼此尊重，和平共处，

通力合作。“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

于人。”㉜ 另一方面，要以“天人合一”作为国际法和谐价值的要求，化解全球性的气候

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天然资源和能源紧缺等系列全球化问题。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坚持

全面合作、共同治理，分配权利和义务，创新国际争议的多元化解机制，实现国际社会的

和谐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国际法发展价值的内涵

发展是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国际法的其他所有价值都与发展相联系。和平是发展的

㉘ 《论语·学而》。

㉙ 《论语·子路》。

㉚ 《礼记·中庸》。

㉛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9 页。

㉜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 年 1 月 17 日）， 
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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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正义是实现发展的要求，和谐是发展的条件，人权是发展的目标等。传统国际法的

发展价值强调主权国家的个体发展和单一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表现出国际社

会一体化倾向，更加注重国际社会或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与共同发展，反对以国家个体利

益影响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由观念，开始向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转变。

一是注重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类型主体或国家之间的发展平衡。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

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普惠性待遇和不对等性待遇；国际投资领域强调国家利益与私人投

资者利益的平衡；国际环境保护出现了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要求等；国际法开始由追求

形式平等转向兼顾实质性平等。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

变，具体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发展价值或观念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社会责任，

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权、环境保护相统一；追求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代际公平，保证后代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

法发展价值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或转向，更加凸显可持续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原则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而且创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国际法的原则构成、内涵与不同国际法领域的具体原则等，这是法

律体系化的内在逻辑力量所决定的。法律价值根据具体化的程度不同，表现为不同位阶

的法律理念、价值和原则，上至法治理念或价值，下至指导规则适用的抽象规范，共同形

成了法律内在化的法秩序，构成法律的内部体系。外部体系受形式逻辑的支配，内部体

系则依据法理念形成意思的关联。㉝ 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处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阶段的具有共享特征的国际法，区别于传统国际法，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认识

和理解的现代国际社会基础也不完全相同，即从“二战”之前追求国际社会和平，到“二

战”之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更加重视国际共同和整体利益的

保护，国际法也随之从“共存（和平）国际法”，历经“合作国际法”，走向强调共享的国

际法新阶段。㉞ 国际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和共同性利益越来越独立于主权国家及其相互

之间的国家个体利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应当予以优先保护的利益。“国

际公共利益优先保护”“可持续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不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五个方面要求，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文明共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致性，而且通过国际法的确认与实践，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这些要求或价值观将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中，或直

㉝ 参见梁开银：《论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的性质归属》，载《法学》2021 年第 8 期，第 158 页。

㉞ 参见徐崇利：《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 “超合作国际法”》，载《法学家》2025 年第 2 期，第 26 页；前注 ⑨，梁开银

文，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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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创设新的国际法基本原则。㉟ 这种创新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国际共同

体或国际社会走向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人类同处一个地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国际分工日益精细和人类生活不断突破时空限制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或需

要单独应对自然或社会的风险与挑战，地球已经从一个自然的星球，发展成为一个社会、

经济和文化等文明要素高度一体化的“地球村”。二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蕴含的国际法价值，改变了国际法主体结构，

自然人和非政府国际组织成为令人关注的主体，绝对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变化，全球性国

际组织获得更多的国际治理功能和权利，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获得优先地位，

国际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或排斥，共享全球发展机遇和发展利益、

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上述两个因素的叠加，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国际法

新原则的发展及原有国际法原则含义或地位的改变，尤其是全人类共同和整体利益优先

原则、人类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国际利益和机会共享原则等逐步确立，保持了与国际社

会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一致性，反映了国际社会向国际共同体转型的要求。

（一）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保护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整体观和发展观，要求凸显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与共同

利益或全人类共同利益。它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以全人类整体的利益为国际法的目的

性价值取向。这种信念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㊱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

人类共同利益需要优先保护，比如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外层空间与海洋极地的和平利

用、大气层与外空间环境保护、地球环境生态维护等。如果离开了全人类共同和整体利

益这个概念以及国际法对全人类公共利益优先保护原则，这些问题不仅无法被理解和解

决，甚至会导致人类由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无序竞争而陷入加勒特·哈丁所阐明的“公地

悲剧”的境地。国际法需要通过国际造法或习惯国际法的解释，确立全人类共同利益优

先保护原则，并赋予其强行法或对“一切的义务”之效力，㊲ 通过在国际法院、常设国际

法庭或仲裁机构的裁决中予以适用，否定一切以追求主权国家个体利益而牺牲全人类整

体或共同利益的行为以及与这一原则相背离的国际法规则或制度。不仅如此，国际社会

要凝聚共识，维护国际多边秩序，敢于向破坏人类共同利益的单边行为作斗争。比如，要

坚决反对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的单边主义等。只有如此，马克思关于“每一民族同其

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从而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

个人所代替”㊳ 的论断得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实现。

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保护原则需要建立在国际公共秩序维护的基础之上。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利益保护必然以国际公共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为前提；另一方面，良好的公共

㉟ 参见前注 ⑦，张乃根文，第 3-29页。

㊱ 参见［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张铁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7 页。

㊲ 参见王曦：《“对一切义务”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载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9-302页。

㊳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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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本身即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者从国际协调主义立场出发，发展

了国际公共秩序概念，认为国际法上的公共秩序不仅仅是内国公共秩序，而是一种广泛

的超越国家的国际公共秩序，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二战”后国际社会本位的观念。国际

条约对国际公共秩序的规定，涉及诸如消除种族歧视、外交人员保护、反恐以及难民地位

保护等，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国际公共秩序在国内立法和国际贸易仲裁案件中也

得到了支持。《魁北克民法典》第 3081 条规定：“外国法，如果其适用将明显地违背国际

关系中公认的公共秩序，则应排除适用。”㊴ WTO 仲裁案件中，“安提瓜诉美国限制网

络赌博措施案”是涉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公共秩序例外条款适用的经典案

例。该案专家组认为，GATS第 14 条第 1 款（a）项措施中涉及的公共秩序应为“国际

公共秩序”，被诉方不仅要提供自身对这种公共价值进行保护的证据，而且必须提供其他

WTO 成员或者由成员组建或参加的国际组织对此公共价值进行保护的证据。㊵

同时，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保护原则需要强化国际法主体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义务观

念。“国际义务先定论”的衍生发展，体现了国家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反映了全人

类共同和整体利益优先保护原则的要求。周鲠生先生指出，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各个

国家更多的自由，而是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强调它们的权利，而是多着重它们相互

之间的义务。㊶ 不可否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决定了

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全人类共同利益要求适当限制国家主权。但是，将“义务先定”论

引入国际法，并不是要否定国家主权，而是强调国家主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等须以遵

守国际义务为基础和前提，防止国家主权行使范围的过度扩张。事实上，“只要这个世

界还是‘国际’的社会，只要调整这个社会的法还属于‘国际’的法，主权将永远与国

家联系在一起”㊷。

（二）人类可持续发展原则 
人类可持续发展原则来源于国际环境法对于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代际之间和

谐发展的关注，但它已经突破国际环境法的领域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它要求“既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又能保证后代的充分发展的永久潜力；

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又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发展。它既是一个目标，

又是一项权利”，“可持续发展它作为一个新型的世界观而将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

引入一个新的境界”。㊸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关注人类

代际利益，突出了被当代人们忽略的人类未来世代的利益。“二战”后，国际社会将发展

作为重要议题给予高度重视。但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诸如酸雨、动植物物种灭绝、森

㊴ 《魁北克民法典》，孙建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2 页。

㊵ 参见陈儒丹：《国家公共秩序还是国际公共秩序——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公共秩序的定位》，载《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10 期，第 91 页。

㊶ 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4 页。

㊷ 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8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㊸ 参见石磊：《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国际法》，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第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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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植被破坏等系列问题，未来世代人类的生存可能会因当代人类的不当行为而发生严重

危机。国际法不仅需要关注当代国家之间的行为正义，而且要体现人类代际的公平和正

义。爱蒂丝·布朗·魏伊丝教授提出的关于人类世代间公平理论与系列的地球权利和

义务理论得到广泛重视。㊹ 人类代际公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原则：保护选择的原则、保

护质量的原则与保护获取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国际法保护的对象从地球环境转向

了在地球环境中生活的人类，要求当代人类整体对未来世代的人类整体承担保护和保证

义务，从而维持和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将注意力从地球环境或

人类生存转向了人类生存与地球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

《世界自然宪章》前言中提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有赖于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持

不坠，以保证能源和养料的供应。”㊺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能力越发强大，习

惯于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认为自然界只是作为人类需求的客体而存在。因为人类随

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界和征服自然界，环境危机接踵而至，直接威胁了全人类的生存状况。

人们已经认识并且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给予，

最终才能保障人类自身永续地存在和发展，否则人类将无法在地球上生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理念，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与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和开放包容并列的目标，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新认识和新态

度，必将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了一种新的

思考世界的方式，从更高层面去衡量国家本位主义所无法衡量的大规模问题。”㊻ 全面贯

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更为综合的治理体系，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与

其发展相适应的历史责任。尽管可持续发展原则发源于国际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

但为了应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而引发的挑战，形成了大量具有首创性的重要法律制

度，最终使其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㊼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的基

本原则，不仅在气候、环境、资源和能源领域获得了共识，而且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

域不断发展。

（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与西方哲学家们所表达的国际共同体

不完全相同。它既包含原始共同体的基本特点，也反映了人类进入“地球村”阶段的时

代需求。当代风险社会与“地球村”生活的现实，改变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和结构，要

求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和秩序进行重组或变革，以现代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原

则为基础进行国际法价值、原则和规则创新，不断改变人类对于风险、机遇、利益、权利

㊹ 参见［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平衡》， 汪劲、于方、王鑫海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㊺ 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2 页。

㊻ 罗欢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理念的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㊼ See Alan Boyle & David Freestone, Internation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st, Achievem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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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务的应对或配置机制，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行为调适的基本要求。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是未来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和构想，表达了人类关于国际法体系变革的

基本主张。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上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

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

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㊽ 这些

重要论述集中表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下简称“三

共”原则）。

“三共”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原则的提炼和升华，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之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延伸和展开。用国际法术语表达，

“共商”即国际法主体之间公平分配国际法治的话语权；“共建”即合理分担国际法的义

务；“共享”即按照一定规则，分享国际法的权利，保证国际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共享，最

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三共”原则既是国际社会民主化

和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原始共同体存在的内在逻辑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的延伸。

它传承了诸如主权平等、永久和平等传统国际法原则，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

本价值、发展价值、和谐价值，发展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谐世界建设的国际法主

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应该被纳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规则衍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改变了国际法的基本价值顺位，为国际法的人权、发展与和谐

价值注入了新内涵和新要求，凸显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人类可持续发展与“三共”

原则，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则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或规则化是一个渐进

且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不合理与不公平的体制与机制，探索网络、数据、外空、海洋、极地等人类新兴领域的共

商共建共享机制，进行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制度设计与规则创新。中国积

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助推国际法发展，㊾ 在积极

参与气候变化、海洋环保、海底资源勘探开发以及事关全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全球治

理议题的基础上，发挥跨体系的优势，维护国际多边治理秩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参与或打造了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区域共同体，同 2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21 个自

贸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与融通，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多边化发展，全方位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㊽ 参见前注 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254-256页。

㊾ 参见廖凡：《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法贡献》，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49 页。

■ 该协定所覆盖的区域是世界上人口规模和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覆盖国家和地区、涵盖领域和

内容等方面相互重叠、相互补充，在亚洲地区形成双轮驱动的经贸合作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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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国际法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或规则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目前，有

关人类整体利益保护、国际治理民主化以及国际经贸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的规则正在形

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规则化和制度化的趋势。

（一）人类共同利益保护规则兴起

联合国及其机构是国际造法的重要主体，肩负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理念制度

化或规则化的任务。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律体系，许多法

律制度和规则反映或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人类共同利益保护规则发展的基

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36、137 条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巴黎

协定》等，确立了有关全球气候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共同但有区别”与跨界损害的“严

格责任”。■《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在序言中强调：“确信有必要加强南极

条约体系以确保南极应继续并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或对

象”；“深信制订一个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综合制度是符

合全人类利益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秉承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合作的宗旨，缔结了多

项关于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国际协定与公约。■《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

册 2.0版》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及其规则的形成。■ 2023 年

中国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超越国界阻隔、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强调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

则体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为中国乃至世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崭新的合作机制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36 条规定：“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第

137 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应对‘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对‘区域’内资源

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

■ 参见肖永平、冯洁菡主编：《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6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 页。

■ 《议定书》含有五个附件：附件一“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了对南极环境的影响评价；附件二“保护动植物”（包括附

录 A“特殊保护种类”、附录 B“动植物的引进”、附录 C“防止引进微生物的预防措施”），主要规定对南极哺乳动物、

鸟类、植物、无脊椎动物的保护；附件三“废物处理及废物管理”，规定了南极各种废物的种类、处理方法等内容；附件

四“预防海洋污染”，对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任何情况进行了规定，如油类、有毒液体、污水的排放以及垃圾的处理等；

附件五“特别保护区”。

■ 参见梁西：《梁著国际组织法》，杨泽伟修订，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3 页。

■ 参见［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 2.0版》，黄志雄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黄志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趋向——基于〈塔林手册 2.0 版〉的考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8 年第 1 期，第 1-11页。

■ 2016 年 11 月，在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上，“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第 2344 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国推动完成《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将在超过 110 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协调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参见《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大实践》，载《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1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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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则创新的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则实验区。与此同时，中国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写入国内法，要求深海开发必须

服务于全人类利益，反对单边开发；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谈判中推动“平行开发制”，主张

20% 矿区保留给发展中国家，确保资源分配普惠性，并坚持国内法与国际规则衔接，实现

“国内许可 + 国际备案”，■ 有力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则的刚性化发展。

（二）国际经济组织治理民主化规则的发展

“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遵循“实力界定收益”的

基本逻辑，即依各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其可获得收益的大小。■ 这一市场化导向

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现有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奉行依据股权或实力，采取“加权表决”

制，组织治理结构和分配表决权，并确保单一国家在这些组织的控制权和一票否决权。

例如，美国只拥有世界银行 15.87%的投票权，却可以单独否决任何需要经过成员国的

85% 特别多数票决议的重要事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及其表决权保持类

似规定。中国始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通

过建立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中国积极

修正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之“实力界定收益”的逻辑，通过设立亚投行、

金砖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参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立法等，

不断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组织治理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亚投行作为目前多边国际金融机制的有益补充，借鉴和吸收传统多边金融机构治

理经验，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组织治理的民主化。首先，它创新了创始成员投票权益。每

个创始成员拥有 600 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在提名董事以及董事推选副董事时，创始成

员获得优先权，保证了创始成员在其选区内永久担任或轮流担任董事或副董事的权

益，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治理效率，为治理民主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其次，它淡化一票

否决权及其行使。根据公开信息，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 26.06%，依据亚投行表决

权分配机制及表决权行使规则，当涉及章程修改、成员资格变更、增资等重大事项时，

需获得 75% 以上的投票权同意方可通过，可见中国在这些特定事项上拥有一票否决

权。但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无论在亚投行的筹建还是在将来的决策、管理运营阶段，都 
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谋求所谓的一票否决权。■ 中国表决权比例

或份额主要基于中国 GDP 占亚洲 GDP 总量的比例而被动获得。随着亚投行不断扩员，

各原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会被一定程度稀释，中国表决权占比必然会下降。可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第 3、7、8 条。

■ 参见徐崇利：《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之评判——基本逻辑、实力兴衰及收益变化》，载《经贸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67 页。

■ 依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 3 条关于成员资格、第 4 条关于法定股本以及第 5 条关于股本认缴的规定，意

味着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或将被逐步稀释。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中国

政府官方授权代表在不同场合也表达了中国不谋求一票否决权的观点。



中国法学 2025 年第 4 期

302

见，中国的一票否决权只是暂时的，中国无意在未来增加特别多数来保持自己的一票否

决权。这一承诺和制度设计成为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治理规则的重大区别和创

新。亚投行的成立与成功运行，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经济立法过程中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取得了初步成功，有力推动了国际经济组织民主治理规则

的水平。

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主要成员国参加的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民主

治理上也进行了规则创新。金砖银行各成员国平均分配股权和投票权，每个成员国都拥

有相等的股权和投票权；尽管中国持有 41% 的股权和 39.95%的投票权，但金砖应急储

备安排的治理和决策机制采用双层结构，即通过“共识”由部长理事会决策战略问题，

以“简单多数”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具体问题。这种体现平等、公正和民主原则的治理结

构及其规则，有力促进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中国从不谋求一票否决权，而是

善用自己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形成的软、硬实力优势，推动和引领亚投行及其金融机

构的创建，从机构筹建到决策机制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重大事项

的协商一致。■

（三）国际经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诞生是国际商事法律领域中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反映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新阶段对于经贸投资争端解决的新要求，而且生动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和谐与人类整体利益维护的价值，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

形成了集调解、仲裁、诉讼为一体的多元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体系，为激活国际贸易、国

际投资等国际商事活动的活力提供了保障。《新加坡调解公约》序言强调，要重视调解

在友好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的重要价值，发挥调解在维系争议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

系的作用，节省国家司法行政成本。该公约赋予和解协议与诉讼判决、仲裁裁决相同的

执行力，大大提升了和解协议的可执行力，实现了国际经贸投资领域争议解决方式和规

则的创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内容上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不同社

会、经济、法律制度国家的可接受度，致力于发展和谐国际经济关系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保

护，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随着自由主义被“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理论所代替，国际格局正向发展中国

家积极参与的“多中心”化演变而发生结构性重组，从而改变了欧美主导的“多极”体

系，国际投资规则和国际投资组织治理机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所蕴涵的国际整体利益保护、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或理念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

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念，要求国际社会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

过程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互利共赢、开放包容，改变仅局限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

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改革的思路，进一步拓宽国际投资争

■ 参见徐崇利：《中国“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与“一带一路”倡议》，载《政法论丛》2023 年第 4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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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视域，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从追求单一仲裁走向协商、调解和仲

裁等多元协同，创新国际经贸投资争议解决的多元化的机制和规则，彰显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价值追求，最大程度上避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化和军事化风险。目前，中国、

美国和欧盟等都提出了关于国际投资争议仲裁机制改革的方案，国际投资争议仲裁的公

法属性在不同改革方案中获得认可，仲裁机构的组织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仲裁庭的自由

裁量权将得到合理规范或限制，裁决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保障程序或机制也将受到重

视，进一步促进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

实践中，中国始终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

际法规则体系，推动国际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不断参与国际

投资法治建设与 ISDS改革，引入争端预防机制和调解机制，推动国际经贸投资争端多元

化解决。

五、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格局和情怀。它向国际法理

念的演进，反映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或结构变革，体现了国际法的终极价值，创新了国际

法的基本原则，推动了国际法的理论创新。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通过理论化，

才能超越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揭示其所蕴含的国际法价值、原则及其规则化的内

在逻辑，实现对国际法体系的解释力并指导实践。当然，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国际法理论和规范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抛开现行国际法制度或体系“重起炉灶”，而是

要在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前提下，

结合国际社会变革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融入国际法理论、价值、原则和规则的建设，

使之逐步成为当代国际法和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未来而奠定理论和思想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

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国际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组织化过程，但仍未能形成同质的国

际社会结构，单边主义或逆全球化倾向一定意义上会滞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始终伴随着“国家间之国际社会”和“超国家之国际共同体”力

量的此消彼长或重叠交织，需要不断应对国际单边主义、区域主义等思潮和行为的挑战。

国际法本质上是这两种力量和两种社会结构妥协或交织的结果。传统国际法以主权国

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为基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和价值追求，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 参见梁咏：《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160-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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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为基础，以西方法哲学及其社会理论为理论指导，天然存在片面追求形式平

等和国际利益“实力化”的倾向，从而使其沦为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工具。正如

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增殖逻辑”战胜“人的发展逻辑”的进程，“物的

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融入了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支撑，它所蕴含的国际

法理念、价值、原则必将推动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创新发展。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ncompasses 
profound philosophies,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Its advocacy for an 
indivisible holist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provides a valuable source and foundational 
theory for interpreting and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guiding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highlights the collective and 
long-term interests of humanity, infuses international law with the values of 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and introduces new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nto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other hand, 
it influences the structure and 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id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develop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ories, values, principles, 
and ru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mot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law,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s China’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rules.

（责任编辑：唐月洁）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1 页。


